
挑战者

彼得·J.沃克对著名经济学家
戴维·卡德的采访—戴维·

卡德对有关最低工资、移民和
教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

经济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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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已经卷角的纸上写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经济学系教师的名字。众所周知，该校有很多著名的经济

学家，但这份名单就这样用胶带随意地贴在墙上，体现

了这些教师在其盛名之下的无比谦恭。戴维·卡德（David 
Card）便是该校诸多受人敬重而又非常谦逊的经济学家中

的一位。

1995 年，卡德荣获令人梦寐以求的约翰·贝茨·克拉

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从此声名鹊起。该奖由

美国经济协会（AEA）颁发给美国 40 岁以下最杰出经济

学家，每两年颁发一次，是除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外最为

著名的经济学奖。通过对一系列由强大数据提供支撑的

现实情况，即“自然实验”开展实证研究，卡德对多个重

要领域的传统经济学观念提出了挑战。

挑战传统

卡德发现，与经典模型的研究结果所不同的是，提

高最低工资不仅不会增加失业率，甚至可能降低失业率。

通过超过 15 年的深入研究，最终他在 1993 年发表了一份

具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并随后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

伦·B.克鲁格（Alan B. Krueger）合著了一部专著，分析最

低工资对美国新泽西州快餐业的影响。1992 年 4月，美国

新泽西州将最低时薪从 4.25 美元提高至 5.05 美元，与此

同时，预期毗邻的宾夕法尼亚州保持其最低时薪标准不变。

这是一个理想的自然实验。卡德和克鲁格发现，与宾夕法

尼亚州的快餐店相比，新泽西州快餐店的实际就业率增加

了 13%，证明了最低工资的增加并不会带来许多人所担心

的负面影响。

该项研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最终还是得以通过。

合著者克鲁格回忆道：“我们的自然实验差点流产。首先，（新

泽西）州议会改变了看法，在提高最低工资法案生效前投

票撤销了这一法案。不过，新泽西州州长否决了这一撤销

决定，并赢得了刚好足够多的选票，避免了其否决被再次

推翻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说。”克鲁格指出：“这使得

我们的对比研究更有吸引力，这是因为最低工资的增长在

一定程度上有些出人意外，如果早知道这一点，雇主们就

无需提前为此做出全面调整了。”

卡德的另一项研究也对传统的经济学观念提出了挑

战。该项研究发现，接受更多的移民并不一定会夺走美国

本国工人的工作机会，也不会降低他们的工资水平。1989
年，卡德对“马列尔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开展研究，

分析了 1980—1985 年期间美国迈阿密突然增加 12.5 万名

古巴移民对当地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影响。当时许多观察

家认为，古巴移民的大量涌入（使迈阿密劳动力人口增加

了 7%）将对迈阿密市本地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前景产生不

利影响。不过卡德发现，“马列尔偷渡事件”实际上并未

对本地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失业率造成影响，甚至

那些早期移居美国的古巴移民的工资和就业率也未因此受

到很大的影响。

卡德的此类研究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对此部分人表

示激动不已，也有许多人持怀疑态度。不过，如果卡德和

他的批评者可以就一件事情达成一致意见的话，那就是：

在当时看来，逆势而为—即便稍微有些过分—远非一

个赢得主流认可的万全之策。

在一月份一个阴冷、潮湿的早上，卡德在他位于伯克

利的办公室里对我们说，当得知自己获得克拉克奖时，他

正和妻子在外度假：“他们在千方百计地联系我，告诉我

获得了这一奖项。老实说，没人曾想到像我这样的人能够

获得这一殊荣，当然我自己也从未想过这一点，”卡德谦

虚地回忆道。事实上，他是一名富有开创精神的著名学者。

不过，与获奖时的惊喜之情相比，他所感受到的敌意

更多。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大会的许多经济学家对卡德的研

究结果以及他对传统经济学观念的大胆质疑非常不满，反

对授予他这一奖项，并组织了他们自己的研讨会来批驳他

的研究工作。卡德说：“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为

了使美国经济学会免于被指责为左派。”

若只是说卡德没有立刻得到整个经济学界的认可，可

能有些轻描淡写。正如卡德此后在新泽西州发表的论文中

如此辩解：“复现和再分析是经济学的重要工作，当新的

研究结果与传统看法相反时尤其如此。”作为学者，受到

质疑是一件正常和合理的事情，但在卡德看来，在这个特

殊的情形下，一切很快就变成了对他的人身攻击。“在宴

会时的对话会变得极度尴尬。当人们认为我疯了时，我的

学生也会经常受到盘问。这种感觉特别不好。”

“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

从某种意义上看，经济学总是与卡德的个人生活相关。

卡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农村地区长大。他的家庭经济状

况“当时，包括现在都不是特别好”，他的朋友中也很少有

上大学的。卡德在一个奶牛场生活（如今他年迈的父亲仍

在经营这个奶牛场），他对有关奶牛护理的科学非常着迷，

例如，如何照顾好奶牛，以便它们可以在最佳的时间内产

出营养丰富的牛奶。

出于对科学的兴趣，卡德考入坐落于安大略省金斯敦

市的加拿大皇后大学，主修物理，并曾在一家钢铁厂短暂

工作过一段时间。

在上大学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卡德有了一个意外

的发现。在帮助其当时的女友完成其经济学作业时，卡德

读到课本中有关农业供需状况的章节。该章节指出，提高

粮食或牛奶的产量将有助于降低整个农业行业的价格。基

卡德对多个重要领域的传统经
济学观念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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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此前帮助自己家庭维持奶牛场顺利经营的经验，这

一发现让卡德激动不已：“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重要发现。

当我看到这个观点时，我当时就想，‘哇，这个观点真是太

棒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又阅读了课本其余部分的

内容，不过当时只是出于好玩的心理。”从此，他转向经

济学的学习，并且再也没有退却过。

不过，由于他此前未参加过部分普通经济学课程的

学习，卡德被迫学习这些他相对并不喜欢的课程，如收入

分配和劳动力经济学等。卡德将“成为劳动力经济学家的

原因”归功于这些课程。这些课程由两名年轻的教授执教，

当时他们刚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并开展了实证研

究。两名年轻教授被卡德的能力深为打动，并将其推荐给

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论文导师奥利·阿什菲尔特（Orley 
Ashenfelter），该导师又转而说服卡德到新泽西州攻读博

士学位。

卡德在一系列自然实验领域—这些实验最终使得

他荣获克拉克奖—开展了标志性的实证研究，从而在普

林斯顿大学一炮走红。“卡德使实证研究更为可信，从而

使之更有影响力，”阿什菲尔特在颁奖时表示：“很多荣获

该奖项的人所写的论文，你可能从来没有读过。”

卡德和普林斯顿大学本来是“天作之合”，可惜这种

关系注定不会维系太久。“当时我的夫人是哥伦比亚大学

音乐系的助理教授，但她没有获得终身教职。因此，她很

想脱离学术界，迁往加州，”卡德解释道。

于是，他们来到位于美国西部的加州。随后，卡德

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教师。他们在临近的索诺

玛买了房，并建造了一个木工车间，为他业余制造传教区

风格（Mission style）的家具提供支持。在加拿大的中学，

男孩必须参加拉丁语或木工课程的学习。卡德选择了后者，

并且这成为他终身的爱好。“这种活要相当精准，有时可能

令人感到沮丧，但我乐此不疲—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

实证研究工作。”

一门“迷雾丛生”的学科

卡德的实证研究工作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我们对经济学知识的基本了解程度远远低于你的想象，”

卡德说。同时，他补充道：“非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感到

生气的一点是，经济学家总是无比确信自己了解所谈论的

东西，而事实上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内容。”

卡德将这种不确定性描述为“迷雾”。当被问及有关

劳动力经济学的一个维度—特别是工人、雇主和政府之

间的相互信任在建立有效劳动力市场中所发挥的作用时，

卡德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迷雾”理论：“这一点可能是对的，

但要证明这个科学问题很难，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同一个地

方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我还没有发现有人能够走出这个

‘迷雾’。”

尽管劳动力经济学存在不确定性，卡德对最低工资

的研究结果还是经常被政治活动家们所引用。这些政治活

动家对提高最低工资的好处似乎相当肯定。这让卡德深感

不安。“我并没有到处说应该提高最低工资—不过这些

倡导者常常引用我的研究成果，说应该提高最低工资。这

也是我不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原因之一，因为大家都认为

我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我（在此方面）所做的一切都

将导致我名誉扫地。”

“在移民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卡德继续说道。“我

在移民问题上再写一篇论文已毫无意义，因为大家都认为

我肯定是主张增加移民的。”

卡德的挫折感显而易见，他已厌倦了看到自己的研究

成果被过度简单化和当作游说的材料，而他研究成果的所

有附加说明往往被人视而不见。

例如，在此前提到的“马列尔偷渡事件”研究中，他

强调说，这些观察结果不能推而广之。具体而言，迈阿密

的劳动力市场在成功吸纳移民就业方面并不具有代表性，

其原因主要是该市可给低技能工人提供众多就业机会，同

时该市拥有大量的讲西班牙语的人口。

在 200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卡德指出，在传统的

门户型城市（如洛杉矶），无特殊技能移民的大量增加可

能事实上导致年轻的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本地人口的就业

率减少1—3 个百分点。

在 2009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卡德甚至指出移民和

工资不平等之间存在关联—尽管关联度很小，1980—
2000 年期间，由于移民因素而导致美国工资不平等的比例

增加了5%。

最近，在分析个人对欧洲移民的看法时，卡德发现，

人们对移民的担心主要并不是在就业方面，而是对文化冲

突方面的担心。事实上，与对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担忧相比，

人们对移民的“综合影响”（如语言和文化影响）所存在

的担忧要高 2—5 倍。

不过，卡德急切希望指出的是，他的研究主题远远不

只是最低工资和移民问题。在谈到其他领域时，他似乎更

加激动和兴奋。

发现人才

例如，卡德曾在教育政策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992 年，他发现，学校教育质量对学校的未来收入造成了

影响。现在大家可能认为这个研究结果毫无新意，但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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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当时有人支持另外一种观点，

即由于教学质量和标准化考试成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增加对公立学校的资助不会给学生带来太多的好处。然而，

卡德发现，将学生 / 教师比中的学生人数减少 5 个，可使

学校的回报率增加 0.4 个百分点。将教师的工资提高 10%，

可使学校的回报率提高 0.1个百分点。

去年，卡德在教育领域做出了另外一项重大的贡献，

他分析了普遍筛查法对“天才计划”中的低收入和少数族

裔学生代表性的影响。卡德解释道，学校的天才计划“主

要面向智商很高的孩子”。然而，智商并不能很好地代表

天资，这是因为，与来自相对贫困家庭的孩子相比，来自

相对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家中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因而其智商也相对较高。此外，是否参加天才计划也依赖

于家长在一定程度上的推动—这种情况在相对富裕家

庭中更有可能发生。这两方面都决定了来自低收入和少数

族裔家庭的学生参加天才计划的可能性相对更小。

为了弥补这一差距，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学区决定

对所有孩子进行筛查，并引入了非言语能力测试，以弥补

标准化智商测试的不足。卡德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创

新措施的推出，天才计划中弱势学生的比重提高了 180%。

尽管取得了这方面的成功，但普遍筛查法成本过高，在来

自其他支出的压力下，该项措施被迫中止。

卡德最近开展的另外一个具有很大社会价值的创新自

然实验是他对突然的情绪爆发和家庭暴力所进行的研究。

尽管卡德及合著者戈登·达尔（Gordon Dahl）声称他们是

“世界上对体育运动最一窍不通的两个人”，但他们还是研

究了在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的某支球队“意外失利”

（即一支先前被极其看好的球队意外输掉比赛）后家庭暴

力增加的情况。该项研究的灵感源于他们对一个有关家庭

暴力理论的不满。该理论认为，家庭暴力主要源于有预谋

的控制和相互依赖性。“这个问题完全令人困惑，”卡德说。

他补充道，“有时，我自己写的论文总是受到这一情绪的

驱使—‘那个观点不可能是对的，我们来提出质疑吧’。”

于是，卡德和达尔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并发现了令人

信服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判断，即许多家庭暴力并非是有

预谋的，而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和不理性的。具体而言，他

们发现，每当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某支主场球队意外

失利后，当地警局家暴报告数量就会增加 8%，表明自发

性的情绪爆发往往在家庭暴力事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回到卡德更为熟悉的研究领域并对未来进行展望时，

卡德希望进一步探讨他最近有关工资不平等的研究结果。

2015 年，他发表了有关葡萄牙的一项研究成果。他发现，

在葡萄牙，女性在同等情况下获得的工作薪酬仅相当于男

性的 90%。不仅女性在高薪企业中工作的可能性更低，同

时即便她们在这些高薪企业中工作，其薪酬也远低于男性。

“在薪酬谈判方面，女性应该尽量更加积极主动些—毫

无疑问，这一点确实如此，”卡德指出，并补充道：“女性

并未从在高薪企业工作中充分受益，这导致出现整体的性

别不平等现象。”不过，卡德认为，工资差距不仅仅是性

别方面的问题。他计划利用来自巴西的数据来分析工资不

平等中的种族维度。

卡德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对政府政策具有切实可行的

影响。那么，他是否考虑过成为一名政策制定者呢？“不，”

他首先回答道。“这个回答令人感到遗憾。不过，我真正

喜欢的事情是启动一个全新的研究项目，并且围绕数据集

展开研究。”他补充道，“此外，我对管理也不在行。”

不过，当天晚些时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具有很强

感召力的经济学系主任夏查尔·卡里夫（Shachar Kariv）却并

不认为卡德的管理技能是其弱项，相反，他指出卡德只是缺

乏对管理工作的强烈渴望而已。不过，管理“并非卡德的相

对优势领域”，这一点可能正确无误。“有关那些非常聪明的

人的一个‘魔咒’，是他们往往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聪明，”

卡里夫用一个夸张的语气补充道：“但卡德并非如此—他

深知自己的相对优势何在，并且善于利用这一点。”

卡里夫将卡德描述为一个“不仅可以在学术上，还可

在其他许多领域引领经济学系的人。”他认为，卡德是一个

“从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在执教本科学生的本职工

作之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同时“还负责研究生的

教学工作。”此外，他还“具有非常出色的领导能力。”

卡德还以经常工作至深夜而闻名。他的长期合作者克

鲁格指出：“此前，作为一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卡德）

拥有一名奶农一样的工作品德—常常工作至深夜，一直

到图书馆闭馆。那时我们总是一起加班，一边泡咖啡，一

边讨论很多研究问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卡里夫

也知道卡德经常加班。“晚上 10点，我总是想着卡德在办

公室里和他的研究生在一起工作……这只是我的猜想，但

我的猜想是基于实际数据得出来的，因为实际情况就是这

样。”

随着我与卡里夫的对话进入尾声，卡里夫转移了话题，

对旧金山海湾的全景赞不绝口—即便在这个阴沉沉、灰

蒙蒙的阴天，金门大桥似乎也近在眼前。“不过，我们都

能看到这一壮观的美景，”他耸了耸肩，“从卡德的办公室

也可看到……哦，对了，由于他（卡德）的办公室的家具

摆设方式，从他的办公室向外看不到这个景色，”卡里夫

回忆起从卡德办公室窗户向外看到的令人沮丧的景色。“他

必须重新布置他的办公室，这样就可看到整个海湾的全

景，”卡里夫坚称。“如果你非要找卡德的弱点，这个应该

就是吧—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室内设计师；他必须好好研

究一下风水。”■

彼得·J.沃克（Peter J. Walker）是IMF信息交流

部高级官员。

卡德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对政府
政策具有切实可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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